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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厦门大学 哲学系，福建 厦门 361005)
〔摘 要〕对于子贡曰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，历代的解读，众说纷
纭。汉儒认为，孔子不言性与天道;魏晋南北朝的儒者则把孔子所言与孔子学说之旨区
别开来，认为孔子学说之旨在于性与天道，由于其理深微，不可得而闻也。清儒认为，孔
子言性与天道在《易传》，又在平日教学中而不言，所以不可得而闻也。与此不同，朱熹
强调性与天道“夫子罕言之”，并以此解释“学者有不得闻”，同时又进一步认为，孔子之
所以罕言性与天道，不仅是由于性与天道“乃是此理之精微”，而且还在于“圣门教不躐
等”，因而涉及如何识得性与天道、如何教人的问题。现代的解读，仍然停留于孔子是否
言性与天道的问题上，而牟宗三的解读则与朱熹完全一致，凸显朱熹的解读具有现代学
术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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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公冶长》载子贡曰: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;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
不可得而闻也。”对于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，汉唐诸儒认为，孔子
不言性与天道;朱熹则解读为:性与天道“夫子罕言之”。现代杨伯峻《论语译
注》的解读是:孔子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论，我们听不到;而且认为，在《论语》
中，孔子讲人性，“只说过‘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’一句话”，“孔子不讲天道，对自
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取存而不论的态度”。〔1〕钱穆《论语新解》说:“孔子言性，
《论语》惟一见。天道犹云天行，孔子有时称之曰命，孔子屡言知天知命，然不深
言天与命之相系相合。子贡之叹，乃叹其精义之不可得闻。”〔2〕李泽厚《论语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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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》对杨伯峻和钱穆的解读有所综合，认为孔子“慎言大题目，少用大字眼”，“强
调从近处、从实际、从具体言行入手”，对于性与天道，“不是不讲，而是不直接
讲”〔3〕。显然，这些解读之间存在着差异。因此，对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
而闻也”的历代解读作一梳理，无疑有助于理解“性与天道”在儒学思想中的重
要地位。
一、汉唐诸儒的解读
据《汉书·张禹传》载，张禹说: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，日蚀三十余，地震五
(十六) ，或为诸侯相杀，或夷狄侵中国。灾变之异深远难见，故圣人罕言命，不
语怪神。性与天道，自子赣之属不得闻，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!”〔4〕据《后汉
书·桓谭传》载，桓谭说:“观先王之所记述，咸以仁义正道为本，非有奇怪虚诞
之事。盖天道性命，圣人所难言也。自子贡以下，不得而闻，况后世浅儒，能通之
乎!”〔5〕对此，唐李贤注:“《论语》子贡曰:‘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
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’郑玄注云:‘性，谓人受血气以生，有贤愚吉凶。天
道，七政变动之占也。’”〔6〕(另据唐写本《论语郑氏注》，郑玄注“夫子之言性与
天道，不可得而闻”，曰:“性，谓仁(人)受血气以生，贤愚古(吉)凶。天道，谓七
政变动之占。”〔7〕)显然，在汉儒看来，性与天道各有所指，而且正如孔子“罕言
命，不语怪神”，不记述“奇怪虚诞之事”，“天道性命，圣人所难言也”。这里把
“性与天道”与孔子所罕言的“命”以及所不语的“怪神”“奇怪虚诞之事”相对
应，因此，所谓“性与天道，自子赣之属不得闻”，“天道性命，圣人所难言也”，实
际上是指孔子不言性与天道。
三国时期，对于子贡曰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的解读，开始发
生转变。据《三国志·荀彧传》注引何劭《荀粲传》曰:“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，而
粲独好言道，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，然则六籍虽存，固圣人
之糠秕。粲兄俣难曰:‘《易》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，系辞焉以尽言，则微言胡为
不可得而闻见哉?’粲答曰:‘盖理之微者，非物象之所举也。今称立象以尽意，
此非通于意外者也，系辞焉以尽言，此非言乎系表者也;斯则象外之意，系表之
言，固蕴而不出矣。’”〔8〕在荀粲看来，孔子之道在于性与天道，但“理之微者，非
物象之所举”，而无法用言语表达。这就把孔子之道与孔子之所言区别开来;换
言之，孔子不言性与天道，但孔子之道在于性与天道。
魏何晏《论语集解》注曰:“性者，人之所受以生者也;天道者，元亨日新之道
也;深微，故不可得而闻也。”南北朝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疏曰:“夫子之言，即谓
文章之所言也。性，孔子所禀以生者也;天道，谓元亨日新之道也。言孔子六籍，
乃是人之所见，而六籍所言之旨，不可得而闻也。所以尔者，夫子之性与天地元
亨之道合其德致，此处深远，非凡人所知，故其言不可得闻也。”〔9〕邢昺《论语注
疏》疏曰:“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’者，天之所命，人所受以生，是性
也;自然化育，元亨日新，是天道也。与，及也。子贡言，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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亨日新之道，其理深微，故不可得而闻也。……言人禀自然之性及天之自然之
道，皆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是其理深微，故不可得而闻也。”〔10〕与汉儒一样，魏晋之
后的儒者也认为性与天道各有所指，但不同的是，他们认为孔子“六经”所言之
旨在性与天道，由于其理深微，非凡人所知，故不可得而闻也。
由此可见，对于子贡曰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的解读，汉唐时
期主要有两种观点:
其一，为汉儒所提出，认为正如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不仅孔子不言性与
天道，而且孔子的学说也不言性与天道，因此不可得而闻也。后来唐代颜师古对
此作了进一步说明，他说:“性命玄遠，天道幽深，故孔子不言之也。”〔11〕又说:
“《论语》云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’，谓孔子未尝言性命之事及天
道。”〔12〕所谓“未尝言性命之事及天道”，就是指孔子及其学说都不曾言性与天
道。
其二，为魏晋南北朝的儒者所提出，认为孔子的学说之旨在性与天道，由于
其理深微，不可得而闻也。这种观点除了为北宋邢昺所接受，还有司马光“子罕
言命，子贡称‘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;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’，是
则天道精微，非圣人莫能知。今学者未能通人理之万一，而遽从事于天，是犹未
尝操舟而欲涉海，不陷溺者其几矣。”〔13〕也就是说，孔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之所以不
可得而闻也，是由于“天道精微，非圣人莫能知”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子贡曰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，其中“夫子之
言”，既可以指孔子教人时所言，也可指孔子的学说之所言。汉儒把二者混为一
谈，把孔子教人时所言等同于孔子的学说之所言，完全否定孔子之言性与天道。
魏晋南北朝的儒者则把孔子教人时所言与孔子的学说之旨区别开来，肯定孔子
的学说之旨在于性与天道，又认为其理深微而不可得而闻也。
唐韩愈、李翱《论语笔解》肯定孔子的学说言性与天道，但是反对以往儒者
将性与天道分割开来。韩愈说:“吾谓性与天道一义也。若解二义，则人受以
生，何者不可得闻乎哉?”李翱曰:“‘天命之谓性’，是天人相与一也。天亦有性，
春仁、夏礼、秋义、冬智，是也。人之率性，五常之道是也。盖门人只知仲尼文章，
而少克知仲尼之性与天道合也。非子贡之深藴，其知天人之性乎?”〔14〕认为在孔
子那里，“性与天道合一义”，“性与天道合”。后来，北宋陈祥道《论语全解》说:
“夫子之道，出而致广大则为文章;入而极高明则为性与天道。子贡得其言，故
于文章可得而闻;未得其所以言，故于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。盖性在我者也，未
尝不在天;天道在天者也，未尝不在我。《礼》曰‘天命之谓性’，是在我者未尝不
在天也。孟子曰‘圣人之于天道’，是在天者未尝不在我也。”〔15〕实际上继承了
唐韩愈、李翱关于孔子讲“性与天道合”的思想，而且明确认为孔子之道在于性
与天道。
二、性与天道“夫子罕言之”
二程强调“心、性、天，只是一理”，指出:“自理言之谓之天，自禀受言之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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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。”〔16〕对于子贡曰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
的解读，则认为是子贡闻孔子言性与天道而发出的赞叹。程颢说:“子贡曰:‘夫
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’子贡盖于是始有所
得而叹之。以子贡之才，从夫子如此之久，方叹‘不可得而闻’，亦可谓之钝
矣。”〔17〕在程颢看来，子贡曰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，是子贡闻孔
子言性与天道而发出赞叹。同时，程颢又说:“‘《诗》《书》、执礼皆雅言。’雅素
所言也，至于性与天道，则子贡亦不可得而闻，盖要在默而识之也。”〔18〕“性与天
道，非自得之则不知，故曰‘不可得而闻’。”〔19〕也就是说，性与天道“不可得而
闻”，并不等于孔子不言。程颐也认为，子贡所言是“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
之言也”〔20〕;还说:“性与天道，此子贡初时未达，此后能达之，故发此叹辞，非谓
孔子不言。其意义渊奥如此，人岂易到?”〔21〕又说:“唯子贡亲达其理，故能为是
叹美之辞，言众人不得闻也。”〔22〕明确认为孔子并非不言性与天道。
朱熹《论语集注》继承二程的解读，注曰:
性者，人所受之天理;天道者，天理自然之本体，其实一理也。言夫子之
文章，日见乎外，固学者所共闻;至于性与天道，则夫子罕言之，而学者有不
得闻者。盖圣门教不躐等，子贡至是始得闻之，而叹其美也。〔23〕
显然，朱熹对于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的解读，强调性与天道
“其实一理”。他还说:“‘性与天道’，性，是就人物上说;天道，是阴阳五行。”
“自‘性与天道’言之，则天道者，以天运而言。自‘圣人之于天道’言之，则天道
又却以性分而言。”〔24〕又说:“譬如一条长连底物事，其流行者是天道，人得之者
为性。乾之‘元亨利贞’，天道也，人得之，则为仁义礼智之性。”〔25〕
在朱熹看来，对于性与天道，孔子不是不言，而是“罕言之”;子贡“始得闻
之”，而赞叹其美。至于孔子为什么罕言性与天道，朱熹明确认为“圣人未尝不
言性命，但其旨渊奥，学者非自得之，则虽闻而不喻也”，又说:“然考之《论语》之
书，则圣人之言性命者盖鲜焉，故门人又记之曰:‘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’窃恐子
贡之本意，亦不过于如此也。”〔26〕也就是说，性与天道“其旨渊奥”，学者要识得
性与天道，应当“自得”。所谓“自得”，朱熹注《孟子》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
得之也”，曰:“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，欲其有所持循，以俟夫默识心通，
自然而得之于己也。”〔27〕也就是说，要识得性与天道，必须“默识心通”。为此，
朱熹还说:“观子贡说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’，自是有说时节，但亦罕言之。……
若实能‘默而识之’，则于‘《诗》《书》、执礼’上，自见得性与天道。若不实能默
识得，虽圣人便说出，也晓不得。”〔28〕
与此同时，朱熹又批评所谓孔子未尝言性与天道的观点。针对范祖禹以为
“圣人教人，各因其材，性与天道，实未尝以语子贡”，朱熹认为，这是“不察乎罕
言之旨”，是错误的。他还说:“抑如子贡者，夫子尝告以‘一以贯之’矣，又告以
‘天何言哉’矣，又告之以‘知我其天’矣，则固不可谓未尝以告之。”〔29〕对于杨
时、谢良佐以为“性命之微，圣人未尝言，而每着见于文章之中，要在学者默识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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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得之”，朱熹认为，这也是错误的。他还说:“使圣人果绝口而未尝言也，则学
者何以知夫性与天道之目，而求所以自得之?若其晓然号于众曰:‘吾有所谓性
与天道者，在乎不言之中，而欲学者之自得。’则其言之已甚，而又骎骎乎佛、老
之意矣，安得谓之未尝言而不可闻哉!”〔30〕
因此，朱熹强调孔子言性与天道。据《朱子语类》载:
问:“子贡是因文章中悟性、天道，抑后来闻孔子说邪?曰:“是后来闻
孔子说。”曰:“文章亦性、天道之流行发见处?”曰:“固亦是发见处。然他当
初只是理会文章，后来是闻孔子说性与天道。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。然
孔子这般也罕说。如‘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’，因系
《易》方说此，岂不是言性与天道。又如‘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’，‘大哉乾
元，万物资始’，岂不言性与天道。”〔31〕
朱熹认为，子贡当初只是理会文章，后来闻得孔子说性与天道，并非孔子不
言性与天道，但是，孔子言性与天道，只是“罕说”，更多的是体现在《易传》中。
又据《朱子语类》载:
器之问:“性与天道，子贡始得闻而叹美之。旧时说，性与天道，便在这
文章里，文章处即是天道。”曰:“此学禅者之说。若如此，孟子也不用说性
善。《易》中也不须说‘阴阳不测之谓神’。这道理也着知。子贡当初未知
得，到这里方始得闻耳。”〔32〕
在朱熹看来，孔子言性与天道，虽然体现在文章里，但不能由此认为“文章
处即是天道”，孔子不言性与天道;子贡当初并未从理会文章中知得性与天道，
而是在理会文章后才闻得孔子言性与天道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朱熹讲性与天道“夫子罕言之”，强调孔子言“性与天道”，批
评所谓孔子未尝言性与天道的观点，因而完全不同于汉唐诸儒所谓孔子不言
“性与天道”的说法;同时，朱熹又认为性与天道“其旨渊奥”，因而“夫子罕言
之”，又包含了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儒者认为“性与天道”为孔子“六经”之要旨，其
深微而不可得而闻的说法。而且，朱熹还赞同门人所谓:“性与天道，乃是此理
之精微。盖性者是人所受于天，有许多道理，为心之体者也。天道者，谓自然之
本体所以流行而付与万物，人物得之以为性者也。圣人不以骤语学者，故学者不
得而闻。”〔33〕认为性与天道“夫子罕言之”，不仅是由于性与天道“乃是此理之精
微”，而且还在于“圣人不以骤语学者”。
三、“圣门教不躐等”
朱熹认为，性与天道“夫子罕言之”，以致于子贡闻得孔子言性与天道时，而
赞叹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，其原因在于性与天道“乃是此理之精
微”，“圣人不以骤语学者”，这就是《论语集注》所谓“圣门教不躐等”。朱熹还
说:“子贡性与天道之叹，见得圣门之教不躐等。又见其言及此，实有不可以耳
闻而得之者。”〔34〕
—71—
朱熹对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”的诠释及其现代价值
“躐等”一词，《礼记》已经言及。《礼记·学记》讲“教之大伦”时说:“大学
始教，皮弁祭菜，示敬道也;宵雅肄三，官其始也;入学鼓箧，孙其业也;夏楚二物，
收其威也;未卜禘不视学，游其志也;时观而弗语，存其心也;幼者听而弗问，学不
躐等也。此七者，教之大伦也。”对于其中“幼者听而弗问，学不躐等也”，唐孔颖
达说:“教学之法，若有疑滞未晓，必须问师，则幼者但听长者解说，不得辄问，推
长者谘问。幼者但听之耳。‘学不躐等也’者，学，教也;躐，踰越也。言教此学
者，令其谦退不敢踰越等差。若其幼者辄问，不推长者，则与长者抗行，常有骄
矜。今唯使听而不问，故云学不躐等也。”〔35〕可见，“躐等”意在“踰越等差”，《礼
记》强调“学不躐等”，讲的是教学不可“踰越等差”，应当因人而异、因材施教，循
序渐进。
二程强调“学不躐等”，说:“圣人之教，常俯而就之，……非独使资质庸下者
勉思企及，而才气高迈者亦不敢躐等而进也。”〔36〕程颐强调《大学》“格物”“致
知”“诚意”“正心”，必须循序渐进，而不可躐等，说:“未致知，便欲诚意，是躐等
也。学者固当勉强，然不致知，怎生行得?勉强行者，安能持久?”〔37〕与二程同时
的范祖禹也讲“学不躐等”。他说:“先王之教，学不躐等，幼者有为幼之事，长者
有为长之道。童子而欲为成人，是学未至而谓之至，行未成而谓之成，……岂不
夭其天性哉!”〔38〕晁说之撰《儒言》，其中有《躐等》一节，说:“学不躐等也，尚矣。
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视，九年乃大成。今童子嬉戏未除，而为易高谈天人之际，
老不知周世宗之功、王朴之谋，乃谓三代可立致，而平视尧舜，其躐等多矣。以故
民风日浇，而盗贼兴，未易图其救之之术也。”〔39〕
二程门人也多讲“学不躐等”。吕大临《论语解》说:“吾无隐乎尔，与人为善
也。学不躐等。非隐也，未可也。竭两端于鄙夫，非躐等也，言近而指远也。以
微罪去，非隐情也，众人自有所不识。性与天道，非不言也，弟子亦自有所不
闻。”〔40〕对于孔子曰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”，杨时说:“孔子
之学《易》，宜不待五十，言此者，欲学者当其可而不躐等也。”〔41〕对于孔子曰“吾
十有五而志于学…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”，尹焞说:“孔子生而知之者，而言
十五至于七十，成德之序如此，其亦勉进学者不躐等之意。”〔42〕
朱熹《论语集注》不仅认为孔子罕言性与天道，是出于“教不躐等”，而且还
针对《论语》孔子所言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;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”，说:
教人者，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，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也。张敬夫
曰:“圣人之道，精粗虽无二致，但其施教，则必因其材而笃焉。盖中人以下
之质，骤而语之太高，非惟不能以入，且将妄意躐等，而有不切于身之弊，亦
终于下而已矣。”〔43〕
这也是讲“教不躐等”。针对《论语》孔子告子路所言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
鬼”，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朱熹说:“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晓子路，然学不躐等，于此
亦可见矣。”〔44〕《论语集注》则说:“非诚敬足以事人，则必不能事神;非原始而知
所以生，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。盖幽明始终，初无二理，但学之有序，不可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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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故夫子告之如此。”〔45〕这里讲的是“学不躐等”。
按照朱熹的说法，性与天道“不可得而闻”，并非孔子不言性与天道，而是由
于“夫子罕言之”;孔子之所以罕言之，是由于性与天道“乃是此理之精微”，“圣
门教不躐等”。至于为什么要“教不躐等”，据《朱子语类》载:
寓问:“《集注》说，性以人之所受而言，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。不知性
与天道，亦只是说五常，人所固有者，何故不可得闻?莫只是圣人怕人躐等
否?”曰:“这般道理，自是未消得理会。且就它威仪、文辞处学去。这处熟，
性天道自可晓。”又问:“子贡既得闻之后，叹其不可得闻，何也?”曰:“子贡
亦用功至此，方始得闻。若未行得浅近者，便知得他高深作甚么!教圣人只
管说这般话，亦无意思。天地造化阴阳五行之运，若只管说，要如何?圣人
于《易》，方略说到这处。‘子罕言利，与命，与仁’。只看这处，便见得圣人
罕曾说及此。”〔46〕
在朱熹看来，“圣门教不躐等”就是要学者“且就它威仪、文辞处学去”，“这
处熟，性天道自可晓”，否则，“若未行得浅近者，便知得他高深作甚么”，而且，就
算是闻得孔子教人识性与天道，也未必能明白其意思，所以孔子只是在《易传》
中才说到性与天道。
显然，朱熹对于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的解读，不是仅仅停留
于孔子是否说过“性与天道”、“性与天道”是否为孔子“六经”之要旨这样的问
题上，而是通过强调孔子言“性与天道”，进一步讨论如何识得性与天道，孔子如
何教人。尤其是，朱熹不仅认为性与天道“夫子罕言之”，而且讲“圣人于《易》，
方略说到这处”，把孔子言“性与天道”与《易传》结合起来，对于后世影响很大。
四、清儒的解读
清儒肯定孔子之言“性与天道”，并且与《易传》联系在一起。戴震说:“读
《易》，乃知言性与天道在是。”〔47〕也就是说，孔子所言“性与天道”包含在《易传》
之中。
钱大昕对孔子之言“性与天道”的解读，着重于性与天道的关系。他说:“经
典言天道者，皆以吉凶祸福言。……郑康成注《论语》云‘天道，七政变通之占’，
与《易》《春秋》义正同。孟子云‘圣人之于天道也’，亦谓吉凶阴阳之道，圣人有
不知，故曰‘命也’。否则，性与天道又何别焉?一说性与天道，犹言性与天合
也。《后汉书·冯异传》:‘臣伏自思惟，以诏勅战攻，每辄如意;时以私心断决，
未尝不有悔。国家独见之明，久而益远，乃知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’《管辂
别传》:‘苟非性与天道，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?’《晋书·纪瞻传》:‘陛下性与天
道，犹复役机神于史籍。’(《唐书》孙伏伽、长孙无忌传，俱有性与天道之语)此亦
汉儒相承之说，而何平叔俱不取。”〔48〕在钱大昕看来，汉儒既有讲性与天道有别，
也讲性与天道合，后者为何晏《论语集解》所不取。
宋翔凤《论语说义》对孔子之言“性与天道”多有研究。他说:“《诗》《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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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礼》《乐》者，夫子之文章也;《易》者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也。……《易》明天道
以通人事，故本隐以之显，《春秋》纪人事以成天道，故推见至隐，天人之际，通之
以性。故曰‘性与天道’，所谓‘与’者，天人相与也。人皆有天命之性，不能率性
则离道，圣人能率性则合道。道者，天道。戒慎不睹，恐惧不闻，性与天道之学
也。”〔49〕宋翔凤认为，孔子在《易传》中言“性与天道”，而且孔子所言“性与天道”
是就性与天道合而言。他还说:“圣人言性合乎天道，‘与’犹言‘合’也。后言
‘利与命与仁’，亦是合义。”〔50〕
对此，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案:“以‘与’为‘合’，此汉儒误解，不可援以为
训。”〔51〕还说:“性与天道，其理精微，中人以下，不可语上，故不可得闻。其后子
思作《中庸》，以性为天命，以天道为至诚。孟子私淑诸人，谓人性皆善，谓尽心
则能知性，知性则能知天，皆夫子性与天道之言，得闻所未闻者也。”〔52〕
显然，清儒大都认为孔子言性与天道，其分歧在于孔子所言“性与天道”是
否就性与天道合而言。至于子贡曰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，则如
刘宝楠所说，是由于“性与天道，其理精微，中人以下，不可语上”。刘宝楠还说:
“夫子四教，首在于文，颜子亦言‘夫子博我以文’，此群弟子所以得闻也。《世
家》又云:‘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，韦编三
绝。曰: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’盖《易》藏太史氏，学者不可得见，
故韩宣子适鲁，观书太史氏，始见《周易》。孔子五十学《易》，惟子夏、商瞿晚年
弟子得传是学。然则子贡言‘性与天道不可得闻’，《易》是也。”〔53〕认为子贡曰
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，是由于他未闻孔子《易》学。
除此之外，清儒又强调孔子在《易传》中言“性与天道”，而在平时教学时则
有所不言。程廷祚《论语说》说:“性与天道，事物之大原，夫子于大《易》《中庸》
言之盖亦详矣，而设教之日，则有所不言者，以性与天道即事物以为体，骤而语
之，必有遗其当务者矣。……孔门高弟，莫如颜渊，而夫子之答问仁，则曰‘克己
复礼’。颜子于博文约礼之后既竭吾才，而亦未闻夫子语之以性与天道也。然
则圣人未尝以是为教，亦明甚矣。”〔54〕章学诚则说:“子贡曰:‘夫子之文章，可得
而闻也;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’盖夫子所言，无非性与天道，而未
尝表而着之曰此性此天道也。故不曰‘性与天道’不可得闻;而曰‘言性与天道’
不可得闻也。所言无非性与天道，而不明着此性与天道者，恐人舍器而求道
也。”〔55〕后来的戴望说:“性者，人所分于阴阳五行，有仁义礼知之等;天道，天所
行盈虚消息之道。‘与’犹‘合’也。幽赞神明，通合天人之道者，莫著于《易》
《春秋》。然不以设教传其人，不待告，告非其人，虽言不著，故‘不可得而闻也已
矣’。”〔56〕认为孔子在《易传》中言“性与天道”，但在平日教学中则不言，所以“不
可得而闻也”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都肯定孔子言“性与天道”。
五、余 论
应当说，子贡曰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，指的是子贡未闻孔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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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性与天道。但是，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道，不等于孔子不言性与天道;而且，
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，是一回事;孔子的学说是否在于性与天道，又是一回事。
汉儒以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道，而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;魏晋南北朝的
儒者则把孔子所言与孔子学说之旨区别开来，认为孔子学说之旨在于性与天道，
由于其理深微，不可得而闻也。清儒认为，孔子言性与天道在《易传》，又在平日
教学中而不言，所以不可得而闻也，无疑是将汉唐诸儒的解读推进了一步。
与此不同，朱熹强调性与天道“夫子罕言之”，并不是不言，并以此解释“学
者有不得闻”，同时又进一步认为，孔子之所以罕言性与天道，不仅是由于性与
天道“乃是此理之精微”，而且还在于“圣门教不躐等”，因而涉及如何识得性与
天道、如何教人的问题。
现代对于子贡曰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的解读，依然停留于
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的问题上。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认为“孔子不讲天道，对自
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取存而不论的态度”，如同汉儒，以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
道，而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。钱穆《论语新解》认为“孔子屡言知天知命，然不
深言天与命之相系相合”，承认孔子言性与天道。李泽厚《论语今读》认为孔子
对于性与天道，“不是不讲，而是不直接讲”。这样的解读，无论相较于朱熹解读
所包含的丰富内容，还是相较于清儒解读所做的清晰分疏，都尚有进一步深入的
空间。
与此不同，对于子贡曰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的解读，牟宗三
说:“‘不可得而闻’，向来有相异的两种解说，第一种是说孔子认为性与天道过
分玄妙深奥，索性根本不谈它们。另一种说法认为孔子不是不讲性与天道，只因
性与天道不易为青年学生所领悟，所以很少提及。我们可以推想，子贡说‘不可
得而闻’那话时，年龄一定不小了，最低限度他可略懂性与天道的道理。如此，
他所说的‘不可得而闻’，其实是对孔子的赞叹，这赞叹又表示子贡对性与天道
有若干程度的解悟。也许，孔子的确很少谈论性与天道，从《论语》看来是如此;
然而，孔子五十而读《易》，至‘韦编三绝’，而且又曾赞《易》，显然他对《易经》下
了一番功夫。《易经》的中心就是性与天道，因此孔子对性与天道，确曾下了一
番研究的心血。说孔子对于性与天道根本不谈，或根本无领悟，那是不对的。不
过他不愿客观地空谈，而却开辟了仁、智、圣的领域。只要践仁成圣，即可契悟天
道。”〔57〕显然，牟宗三的解读不是停留于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的问题上，而是进
一步讨论如何识得性与天道、如何教人的问题，这与朱熹的解读完全一致，凸显
朱熹的解读具有现代学术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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